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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尚未终结: 从“跨大西洋
辩论”到“跨太平洋对话”*

袁正清 谷翔宇

【内容提要】 十年前，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认为国际关系宏大理论已经终结。
但这只是跨大西洋两岸辩论范式的终结，它遮蔽了世界其他地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

展。当今的国际关系理论正在经历知识生产的文化地理迁徙，开启了从 “跨大西洋

辩论”到“跨太平洋对话”的“奥德赛之旅”。来自中西方两种文明背景下的学者

围绕“关系”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展开了对话。这种对话超越了西方单

一文明背景下范式之间的辩论以及 “哥伦布式”国际关系学知识生产模式，蕴含了

不同文明与多元文化交流互鉴下的 “丝绸之路式”知识生产模式。“跨大西洋辩论”
中西方单一文明背景下的理论终结反映了 “哥伦布式”知识生产模式的不足，而

“跨太平洋对话”中基于中西文明互容互鉴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体现了 “丝绸之路式”
知识生产模式的优势。两种知识生产模式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完整的国际关系知识生

产空间。当然，它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生产模式，国际关系学面向的

是一个多元多维的世界，存在着无数实践和理论的可能。“跨太平洋对话”的展开

和“丝绸之路式”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模式的出现不仅是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

科自主知识体系学术使命的呼应，而且随着 “跨太平洋对话”的到来，以文明间对

话为核心，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会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中迎来发展，国际关系

理论创新也将在多元文明中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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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欧洲国际关系杂志》出版了一期主题为 “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

的专刊，认为国际关系“宏大理论”已经终结。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弗朗西斯·福

山 ( Francis Fukuyama) 在冷战结束后不久提出的 “历史终结”。① 事实上，恰恰在

这种终结话语旋律之外，国际关系理论正在经历知识生产的地理迁移，开启了从

“跨大西洋辩论”到 “跨太平洋对话”的 “奥德赛之旅”。走过百年历程的国际关

系学科在百年变局的大潮中迎来了新的弄潮儿。但是，此次的主角不再是有着相同

文化根基的大西洋两岸的欧美，而是背景知识相异的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它们在跨

太平洋地区正在展开一场对话，这种对话不是既往大辩论的延伸，而是理论创新路

径的开启。考察知识的旅行对于我们把握现实、进行理论创新、构建中国国际关系

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启迪。本文第一部分梳理了国际关系理论

历史中大辩论的历程，指出范式间的趋同造成了跨大西洋内部 “大理论”的终结;

第二部分提出了跨太平洋对话的概念，并从整体视角阐述了发生在中西之间以 “关

系”为核心的对话背景和具体内容; 第三部分对跨太平洋对话和跨大西洋辩论进行

对比，提炼了文明观照下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的 “哥伦布式”和 “丝绸之路

式”两种理想类型; 最后展望了跨太平洋对话的理论价值和发展前景。

一 “跨大西洋辩论”的美国主导

国际关系学自诞生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理论生产主要在跨大西洋，

更准确地说是在跨北大西洋两岸进行，更多的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② 冷战之

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形塑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面貌，展

开了一个广义上由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辩论。③

( 一) 大辩论与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

大辩论是国际关系学最具统治力的标准自我意象。④ 考察大辩论的历史，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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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著，陈高华译: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Stanley Hoffmann，“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 1977 ) ，”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1995，pp. 212－241.
本文所说的宏观的跨大西洋辩论区别于发生在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间的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的

跨大西洋辩论。
Steve Smith，“The Self－Images of a Discipline: A Genealogy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 Today，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pp. 1－37; Ole Wæver，“The Ｒ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in Steve Smith，Ken Booth and Ma-
rysia Zalewski，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pp. 149－185; Brian C. Schmidt，“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Ｒisse and Beth A. Simmons，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London: Sage，2012，pp.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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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跨大西洋色彩和范式间辩论特征。

虽然对于大辩论的具体次数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它们都发生在跨大西洋两岸

以英美为主的国际关系学科的中心地区。① 第一次大辩论围绕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展开，发生在盎格鲁文化圈内，现实主义占据上风并长期处于统治地位。20 世纪

50—60 年代，在跨大西洋两岸发生了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之间有关方法论的辩

论，以赫德利·布尔 ( Hedley Bull) 为代表的英国学派主张 “经典路径”和 “传统

方法”，与主张“科学方法”的莫顿·卡普兰 ( Morton A. Kaplan) 为代表的美国学

派之间展开了激烈辩论。② 第二次辩论关注的核心是科学实证方法在美国国际关系

学中的运用，并最终促成了 “科学认同”，进而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由英国转移到

美国。③ 尽管第二次辩论并没有直接产生国际关系理论，但在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

基础上构建的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成为第三次辩论即范式间辩论的核心。④ 新

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辩论基本发生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内部，二者在辩论与对

话中相互吸收优势，共同成为主导范式，并构成了第四次辩论中的理性主义阵营。⑤

第四次辩论主要发生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最初围绕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的激

烈争论展开，彼此视对方是错误的甚至对学科发展不利。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

着建构主义尤其是亚历山大·温特 ( Alexander Wendt) 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的提

出，第四次辩论集中在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支配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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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阿米塔夫·阿查亚、巴里·布赞著，刘德斌等译: 《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 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

和演进》，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7 页。阿查亚和布赞在书中划分了中心—边缘地区，将对大辩论

的梳理都置于“中心地区国际关系思想”的主题下。
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World Politics，Vol. 18，No. 3，

1966，pp. 361－ 377; Morton A. Kaplan，“The New Great Debate: Traditionalism vs.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Ｒela-
tions，”World Politics，Vol. 19，No. 1，1966，pp. 1－20.

Brian C. Schmidt，“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pp. 3－28.
有关范式间辩论的内容有不同的定义，较具代表性的如奥利·维夫认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

义构成了范式间辩论。参见 Ole Wæver，“The Ｒ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pp. 149－185。对范式

间辩论的总结参见 Mark Hoffman，“Critical Theory and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
tional Studies，Vol. 16，No. 2，1987，pp. 231－ 250。有 关 新 自 由 主 义 和 新 现 实 主 义 之 间 的 辩 论，参 见 David
A. Baldwin，“Neoliberalism，Neorealism，and World Politics，”in Colin Elman and Michael Jensen，eds. ，The Ｒeal-
ism Ｒeader，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2014，pp. 313－319。

彼得·卡赞斯坦等著，秦亚青等译: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8 页。
罗伯特·基欧汉明确划分了国际关系制度研究中的两种路径，他本人更倾向于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

法和理论构建。参见 Ｒobert O.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in John J. Kirton，ed. ，In-
ternational Organization，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2017，pp. 171－188。



及关注的焦点。① 建构主义的范式生成标志着跨大西洋辩论进程基本完成，并最终

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鼎立，构成了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

跨大西洋辩论阶段理论生产的跨大西洋色彩及辩论的主导形式都具有显著的连

贯性。自第一次大辩论以来，国际关系学便长期处于不同阶段的辩论中，理论生产

的中心也在大西洋两岸之间转移 ( 主要是从英国转移到美国) ，这一时期国际关系

的学术研究主要反映了英美的地区特征。② 在跨大西洋辩论的进程中，范式的产生

是重要节点。

表 1 跨大西洋辩论

大辩论的核心争论 大辩论发生的时间 大辩论产生的结果 大辩论发生的主要空间

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之争

20 世纪 20—30 年代 现实主义的胜利 英国与美国学者共同参与

传统研究方法与科学
实证方法之争

20 世纪 50—60 年代 科学实证方法的胜利 英国学派和美国学者之间

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
由制度主义

20 世纪 70—80 年代
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
主义共同主导

美国学者内部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
( 反思主义) 之争

20 世纪 80—90 年代 三大理论共同主导 美国学者内部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 二) 范式趋同与跨大西洋辩论的终结

跨大西洋国际关系辩论构成了推动国际关系领域科学革命的原动力。③ 但是随

着三大理论逐渐汇融，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被打破，新的科学革命难以展开。④

跨大西洋辩论也随之失去了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基本动力，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6·

理论尚未终结: 从“跨大西洋辩论”到“跨太平洋对话”
■■■■■■■■■■■■■■■■■■■■■■■■■■■■■■■■■■■■■■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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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383－394.



2024 年第 6 期

1. 跨大西洋汇融

范式之间的辩论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周期性繁荣和创造，新现实主义、新自

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是跨大西洋辩论阶段范式生成的典范，它们的汇融使得理论之间

渐次趋同 ( synthesization) 。① 这一时期的理论趋同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在第三次辩论期间，体现为奥利·维夫 ( Ole Wæver) 所说的新

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 “新新合流 ( neo-neo synthesis) ”。第三次辩论 “越

来越被看作多元共存式的辩论，而不是一方要取胜的辩论”。② 作为这场辩论的主

体，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包括无政府状态等基本假定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并

且都处于理性主义阵营中，从而为它们展开与建构主义的新辩论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与理性主义理论的汇融。尽管反思主义对理性

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理念与物质的矛盾也看似不可调和，但是反思主义阵营

中的建构主义尤其是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采取了 “中间道路 ( via media) ”，

在本体论上坚持理念主义、在认识论上则趋向实证主义，③ 使得理性主义与建构主

义的分歧以部分的综合而告终。在大西洋一岸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间不再

是不可通约的; 相反，元理论之间的范式可通约现象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

特征。④

第三阶段表现为大西洋另一岸的英国学派在 “试图建立国际关系元理论和宏理

论的时候，与美国主流理论走向了汇融”，出现了 “跨大西洋趋同”。⑤ 英国学派作

为盎格鲁核心区 ( Anglo-core) 的另一员以及 “国际社会”路径和传统方法的代

表，⑥ 在第二次辩论期间与美国学派展开了激烈交锋。传统主义方法的缺陷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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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 99 页。
Ole Wæver，“The Ｒ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p. 155.
Steve Smith，“Wendt＇s World，”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26，No. 1，2000，pp. 151－152. 将建

构主义视为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中间道路的文献还可参见 Emanuel Adler，“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 Con-
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Vol. 3，No. 3，1997，pp. 319－363; 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Ｒationalism v.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Ｒisse
and Beth Simmons，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pp. 52－72。

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著，秦亚青、季玲译: 《超越范式: 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

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8 页。
秦亚青: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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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流行使得英国学派长期被美国学界忽视。① 使英国学派重回主流视野并与主

流汇融的关键则是英国学派的另一个核心标签——— “‘国际社会’概念在那些阐述

或批判建构主义的学者中得到了新的关注”。② 同时，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的辩论

中，对哲学、历史和法律的洞察与思考使得英国学派得以在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中重

新获得突出地位。对国际规范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为主流理论尤其是建构主义与

英国学派之间的汇融提供了通道。③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跨大西洋辩论的进程中，范式争论的历史同时也体现为

范式间汇融的历史，最终并不是某一种范式而是跨大西洋理论中三大范式共同形成

了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统治。④ 范式的汇融意味着范式间辩论的终止，以大辩论形

式书写的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也难以为继，跨大西洋辩论的空间内已无法再激活知识

创新，这场辩论随之走向终结。

2. 理论构建的“华尔兹化”

范式间的趋同不仅体现为理论的基本观点与议题关注的趋同，也体现在理论构

建的方法与标准之中。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三大主流理论的构建过程都遵循了

科学实证主义的标准。自结构现实主义开始，国际关系理论进入 “华尔兹化”时

代。“华尔兹化效应”具有高度的标准制定和门槛设定功能，比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的实质内容本身具有更大的影响力。⑤ 这种理论生成的方式因而成为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生成的唯一方式和标准，阻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⑥

在第二次辩论中行为主义获得胜利之后，科学实证主义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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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1998; Barry Buzan and Ｒichard Little，“The Historical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
ty，”in Cornelia Navari and Daniel M. Green，eds. ，Guide to the English School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2014，pp. 59－75。
Ole Wæver，“Four Meaning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Trans－Atlantic Dialogue，”in B. A. Ｒoberson，ed. ，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 Coutinuum，2002，

p. 80.
Ole Wæver，“Four Meaning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Trans－Atlantic Dialogue，”pp. 80－81.
秦亚青认为主流理论之间的汇融和跨大西洋趋同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包含了共同的、可通约的理论的形

上元，即个体本体论和理性认识论构成的“个体理性”，这一深嵌在英美世界和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中的世界观

决定了跨大西洋理论最终出现趋同与汇融。参见秦亚青: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 97—135 页。
秦亚青: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 9 页。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Im-

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2016;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
iel H. Nexon，“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aradigmatic Era: From Substantive Wagers to Scientific Ontologi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Vol. 19，No. 3，2013，pp. 54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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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论标志。肯尼思·华尔兹 ( Kenneth N. Waltz) 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使用

实证主义方法，通过明确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选择以及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阐述构建

了结构现实主义。① 华尔兹区分了“理论”和“思想”，认为只有符合实证主义标准

的理论才能被称为理论。②“华尔兹化”的理论构建方式贯穿了三大主流理论范式的

生成过程，它们都遵循了实证主义的理论构建 方 法。罗 伯 特·基 欧 汉 ( Ｒobert

O. Keohane) 认为反思主义路径只能产生 “软性理论”，缺乏明晰的因果关系，只有

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理论才能被视为理论。③ 新自由制度主义正是以科学实证主义方

法建立起来的。在影响深远的 《社会科学研究设计》一书中，加里·金 ( Gary

King) 、基欧汉和悉尼·维巴 ( Sidney Verba) 强调了因果推论和科学的研究设计，

将科学实证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推广成更具普遍性的理论构建标准。④ 主流建构主

义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同样采取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探索了一条理念主义和科学实

在论的中间道路。

理论构建的单一标准体现了对社会理论一元普适性的追求以及同质化的特征，⑤

一种理论构建标准，必然只会有一种理论形态。⑥ 科学实证主义与理论构建方式的

“华尔兹化”不仅为主流理论范式之间的汇融提供了认识论前提，同时也以严格的

理论准入标准进一步缩小了跨大西洋辩论中理论生产和创新的空间。“国际关系学

界的理论论战趋于沉寂，对‘主义’的热情日益下降，大多数学者从事着理论检验

而非理论创造的工作。”⑦ 尽管仍有学者在尝试构建诸如 “第五次辩论”一类的大辩

论叙事，⑧ 但是在跨大西洋辩论阶段，大理论的生产不可避免地随着大辩论的消退

而在大西洋两岸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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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N. Waltz，“Ｒ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in Colin Elman and Michael Jensen，ed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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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58，No. 4，2014，pp. 647－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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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Dunne，Lene Hansen and Colin Wight，“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Vol. 19，No. 3，2013，p. 406.
Emilian Kavalski，“The Fifth Debate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 Not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exit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ife，”Cambridge 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No. 3，2007，pp. 435－454.



( 三) 理论终结的现实与反思

在“国际 关 系 理 论 是 否 终 结”的 专 刊 讨 论 中，约 翰·米 尔 斯 海 默 ( John

J. Mearsheimer) 和斯蒂芬·沃尔特 ( Stephen M. Walt) 强调了理论尤其是大理论在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至高地位，认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最终目的仍是 “通往更好的理

论”，因为“没有好的理论，我们就无法相信我们的实证发现”。① 但是专刊中的其

他文章基本都对“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在大理论层面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回

答，转而在其他层面讨论理论未终结的可能。

参与专刊讨论的学者在国际关系大理论的终结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正如蒂

姆·邓恩 ( Tim Dunne ) 所言，“问题不在于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而是参与

‘元’辩论的作品是否终结”。② 大理论的终结主要表现为两点: 首先，“国际关系理

论范式或主义之间的大辩论已经结束”，③ 取而代之的是范式沟通，分析折中主义和

理论多元主义成为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新方向。④ 其次，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构建大理

论的工作产生了质疑和困惑。“元理论研究已经过时”成为一种共识，⑤ “大理论产

生的愿景应当建立在能够指导行为和解释世界的基础上，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当

前大多数大理论研究的特征”。⑥

参与专刊讨论的学者在大理论终结的共识与背景下为新的理论发展方向给出了

大理论层次之外的意见，也因此表现出对 “理论是否终结”问题持开放态度，最显

著的是提倡构建中层理论。戴维·莱克 ( David A. Lake) 认为大辩论叙事和大理论

的研究正在衰落，但随之而来的是“中层理论在辩论的空隙中蓬勃发展，在宏大理

论消亡的同时，多元理论仍然存在”。⑦ 其他学者也从不同的理论关注点提出了国际

关系理论新的发展可能，包括发展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批判理论、关注女性主义国

际关系对于经典话题的重新讨论、重新思考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起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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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p.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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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意义以及提倡回归语言视角来进行建构主义研究等。①

事实上，自三大主流范式确立以来，在跨大西洋学界内部就不乏对大辩论叙事

和范式分析的反思。莱克认为国际关系学界以 “主义”为阵营的不同派别之间的对

立无益于知识增长，“主义”之分使得国际关系研究的注意力从 “重要事情上转移

开了”; ② 因此，国际关系研究应当打破 “主义”的藩篱，以综合视角运用利益、互

动和制度等重新定义国际关系。彼得·卡赞斯坦 ( Peter J. Katzenstein) 和鲁德拉·

希尔 ( Ｒudra Sil) 提出了融合三大范式的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倡导以问题为导向，

综合不同理论而不是某种范式解释国际关系现象。③ 尽管莱克和卡赞斯坦等的研究

都建立在对理论和范式的深刻理解上，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推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

的产生。卡赞斯坦的分析折中主义本就不以构建理论为目的，而是为了在分析具体

现象时灵活使用理论工具。莱克尽管 “提倡中层理论，贬低宏大理论”，但 “国际

关系理论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相反，它正在减少对各种理论的关注，并转为

简单化的假设检验。方法取得了相对于理论的胜利”。④ 在三大主流范式之后，国际

关系理论的构建“还未上升到元理论的水平，也没有引发任何争论……围绕学派和

主义进行的理论工作正在减少”。⑤ 因此，尽管很多学者仍在从事理论工作，但是跨

大西洋辩论阶段的理论构建已经走向了终结。

尽管 2013 年《欧洲国际关系杂志》专刊的文章在对理论发展困境进行分析时

大都关注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钩，并提供了来自大西洋两岸以及同属盎格鲁文化

圈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学界的诸多观点，但只有阿琳·蒂克纳 ( Arlene B. Tick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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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显著但却更容易被忽视的现实，即国际关系学科中 “构成了

以美国为核心的中心—边缘的动态特征”。此外，她还考察了全球南方作为学科边

缘角色的具体因素。① 这种被忽视的视角体现在国际关系跨大西洋辩论阶段便是对

跨大西洋之外地区的忽视。

通过前文的简略梳理，不难发现跨大西洋辩论从范式的构建与辩论再到终结，

包括理论的生产和反思，都是在跨大西洋文化圈中进行的。

从学科进程来看，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历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1977 年斯坦利·霍夫曼 ( Stanley Hoffmann) 将国际关系学称

作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这一说法至今仍深入人心。② 2007 年阿米塔夫·阿查

亚 ( Amitav Acharya) 和巴里·布赞 ( Barry Buzan) 指出，国际关系学仍然是由西方

思想主导的学科，国际关系理论也仍局限于西方地域文化范畴内。③ 2014 年“教学、

研究与国际政策 ( TPIP) ”问卷调查项目的结果显示，有 60%的受访者认同国际关

系学是美国主导的学科，75%的受访者赞同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西方主导的学科。④ 只

有少数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学已不再是美国主导的学科，其内部存在多样性。一方面，

这种多样性关注的仍是中心地区的国际关系学发展，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成果

主要来自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⑤ 这表现了西方世界内部存在不同的研

究路径，并没有超越西方中心的视角。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宣称的国际关系理论多

样性往往是指三大主流理论内部衍生的多样性，或者本就指向三大主流理论构成的

多元化。沃尔特将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并列，以此来证明多元化的存

在，⑥ 这并不足以推翻美国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地位，反而使其更加 “合法

化”。这一主导地位集中体现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中，因此讨论国际关系理

论是否终结，不能忽视其主语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跨大西洋辩论中美国持续

占据主导地位为理论终结论限定了其解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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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辩论叙事的产生和辩论进程来看，大辩论的正统自我意象本就是由 “学科

在美国的发展所定义的”。① 1945 年后国际关系学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但这不过是

延长并巩固了该学科中盎格鲁圈的既有主导地位。历次大辩论都没有盎格鲁圈 ( 以

跨大西洋为主) 之外的国家参与，在跨大西洋两岸的大辩论发生之时，其他地区的

国际关系研究 在 未 被 纳 入 辩 论 的 同 时 也 存 在 着 差 异 化 的 研 究 偏 好。② 邓 恩 等 以

2008—2013 年发表在《欧洲国际关系杂志》上的论文为证，指出它们“很大程度上

是理论测试，是学科范围内的现象，代表着对理论态度的转变”，③ 但其并未考察一

系列新兴的亚洲国际期刊对于理论的构建与讨论。因此，所谓跨大西洋辩论的终结

也只能被证明为是在盎格鲁地区尤其是跨大西洋两岸的大理论生产的终结。

与在地理意义上忽视广大非盎格鲁圈的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相比，

跨大西洋辩论阶段更深刻、更深远的影响是对于文化因素的忽视。在跨大西洋辩论

阶段，出于对普遍性的追求以及 “华尔兹化”实证主义检验标准的制约，理论的构

建通常基于一元主义的立场，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没有实质差异，从而很大程

度上忽视了文化的作用，而文化在社会理论的发展中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

同的文化体具有不同的背景知识，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理论。④ 在回答国际关系理论

是否终结的问题时，尽管邓恩赞同多元主义，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应当尝试 “综合多

元主义 ( integrative pluralism) ”的观点，将理论多样性作为一种手段，并对复杂现

象进行更全面的解释，但其所指的多元主义依然是缺乏文化和文明视角的多元化理

论。多元来自不同的理论扩散渠道，并且是为了避免回到 “一切反对一切的范式间

战争”，但邓恩并没有提及主流理论本身的单一文明特质，因此这种多元化仅仅是

“学科霸权的面纱”。⑤ 对文化的忽视在跨大西洋辩论中使得大理论的生产与辩论不

只是在地理上局限于跨大西洋两岸，在文化上也被置于一种默认的西方文化或盎格

鲁文化的共同背景之中，理论生产自然而然地忽视了其他文化共同体和文明的存在，

从而跨大西洋辩论的终结也表现为单一文化和文明内部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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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Ole Wæver，“Four Meaning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Trans－Atlantic Dialogue，”p. 80.
阿米塔夫·阿查亚、巴里·布赞: 《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 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第

143 页。
Tim Dunne，Lene Hansen and Colin Wight，“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p. 406.
秦亚青: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 26 页;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The Ｒeturn of the Cul-

ture and Identity in IＲ Theory，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Ｒienner，1997; Lawrence E. Harrison and Samuel
P. Huntington，eds.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New York: Basic Books，2000; Qin
Yaqing，“A Multiverse of Knowledge: Cultures and IＲ Theories，”in Qin Yaqing，ed. ，Globalizing IＲ Theory: Criti-
cal Engagement，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2020，pp. 139－157。

Tim Dunne，Lene Hansen and Colin Wight，“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p. 415.



作为理论生产的空间和进程，跨大西洋辩论阶段的国际关系理论叙事走向终结，

大理论发展的新空间在太平洋两岸显现，新的大理论的生产与构造需要新的理论发

展视野，而大西洋两岸之外的其他文明为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与动力。国际关

系大理论的构建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尚未终结，而是在大西洋两岸之外、在文明的

对话中进入新的理论发展阶段，即跨太平洋对话阶段。中国思想的加入撼动了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主导地位，也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

动力。

二 跨太平洋对话的中国创新

“世界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和变化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发展密切相关。”① 中国

的快速发展作为当代世界的决定性事件之一，需要给世界提供超越跨大西洋之外的

理论视角。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为智识资源构建了

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支。中国国际关

系学的发展为跨太平洋对话提供了实践和学术背景，进而随着跨大西洋辩论的终结，

理论生产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以中国学界和美国学界为代表的跨太平洋地区，② 1999

年帕特 里 克·杰 克 逊 (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 和 丹 尼 尔·内 克 松 ( Daniel

H. Nexon) 发表的 《关系先于国家》一文是国际关系学界 “关系转向”的起源，③

而随着以秦亚青和赵汀阳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先后完成了 “关系”基础上核心理论观

点的阐述，④ 跨太平洋两岸围绕关系主义理论的对话双方已经实际在场，但其理论

发展主要还是在平行的两个学术空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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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 Ten Years
on，”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 7，No. 3，2007，pp. 11－35.

在盎格鲁圈内，英国与澳大利亚等国学界也在这一阶段对话之中，但中国学界的加入以及与主流国际

关系理论之间的对话和交互涵化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因为促成了这场发生在中国学界和以美国学界为代

表的盎格鲁圈国际关系学界之间的对话。跨太平洋对话的特点主要是由中国的加入塑造的。
卡瓦斯基提出了关系转向的概念描述以关系 主 义 为 中 心 的 学术现象，参见 Emilian Kavalski，The

Guanxi of Ｒelational International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2017，p. 2，p. 42;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Ｒ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Euro-
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Vol. 5，No. 3，1999，pp. 291－332。

下文将进一步讨论中文学界学者的关系理论贡献，在这里列举部分在英语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核心

文献，如秦亚青的世界政治关系理论以及赵汀阳的共在存在论与无外原则，参见 Qin Yaqing，“A Ｒ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Studies Ｒeview，Vol. 18，No. 1，2016，pp. 33－47; Zhao Tingyang，“Ｒethin-
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All －Under－Heaven’ ( Tian-xia) ，”Social Identities，Vol. 12，No. 1，2006，

pp. 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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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兰卡斯特大学召开了以 “走向全球关系理论研究: 中文学界和英语学

界关系主义学者的对话”为主题的研讨会，并在同年 《剑桥国际事务评论》上发表

了会议成果。① 这可能是国际关系领域中西学者首次以基本对等的学术身份和基本

相当的阵容围绕理论转向的学理问题展开的研讨会。② 国际关系理论辩论中重大理

论的生产和讨论仅仅由大西洋两岸英语学界主导的局面自此被打破，中文学界加

入理论转向的中心并与英语学界展开对话，标志着跨太平洋对话的形成。③ 一方

面，跨太平洋对话围绕着关系而展开，与 “关系转向”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中

国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智识资源的理论化转化为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发展动

力，与西方文明产生了直接对话和互动 ( 如与西方个体理性的互动) ，这为国际

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和创造提供了不同于跨大西洋辩论的方式和案例。另一方

面，尽管不具备共时性，但是作为关系主义理论的反思对象，跨大西洋国际关系

理论也被置于这一对话中，所以一定程度上它们作为 “关系转向”之外的内容构

成了跨太平洋对话的一部分。因此在关注理论生产中心转移和方式转变的基础

上，本文将这一有关关系的对话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即跨太平洋对话框架下加

以讨论。④

( 一) 理论构建的共同起点———关系主义本体立场

在跨太平洋对话中，关系而不是实体成为理论构建的起点和认识世界的出发点，

跨太平洋对话首先展开为关系主义者作为一个理论集群与实体主义主流国际关系理

论的对话。关系主义者认为，“对国际事务的任何分析都应该是从关系开始，而不

·51·

■■■■■■■■■■■■■■■■■■■■■■■■■■■■■■■■■■■■■■

①

②

③

④

Astrid H. M. Nordin，et al.，“Towards Global Ｒelational Theorizing: A Dialogue Between Sinophone and An-
glophone Scholarship on Ｒelationalism，”Cambridge 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32，No. 5，2019，pp. 570－
581. 本次对话的英语学界学者包括阿斯特丽德·诺丁、格雷厄姆·史密斯、帕特里克·杰克逊、埃米利安·
卡瓦斯基和丹尼尔·内克松等，中文学界学者包括秦亚青和石之瑜等。研讨会的主题很好地反映了全球关照、
关系中心和中西对话三个特征。

秦亚青、付清: 《关系转向与关系主义世界政治理论———基于中西学理对话和比较视角的分析》，载

《国际观察》，2023 年第 6 期，第 22 页。
国际关系学界在看待这一对话时，往往将其置于“关系转向”之中。参见秦亚青、付清: 《关系

转向与关系主义世界政治理论———基于中西学理对话和比较视角的分析》，载《国际观察》，2023 年第 6
期，第 14—34 页; 季玲: 《论“关系转向”的本体论自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1 期，第

78—97 页。
在围绕关系主义展开的对话中，参与学者不仅来自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学界，也存在大量英国学者的声

音。本文称之为“跨太平洋对话”，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关系主义始于杰克逊和内克松的《关系

先于国家》，因此美国学界仍是这场对话的主导力量; 另一方面是为了与“跨大西洋辩论”形成对照，国际关

系理论的生产中心逐渐向跨太平洋两岸的中国与美国 ( 作为西方学界以及盎格鲁文化圈的代表) 转移。



是从自主行为体的本质假定开始”，① 这基于一个不尽相同的关系本体论 ( relational

ontology) 的基本立场: 世界由关系组成，关系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与之相对，主

流国际关系理论则认为世界是原子的世界，以静态和分离的研究单位分析世界，因

此国家和文明等实体往往被视为给定的，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且无法还原。从华尔兹

的结构现实主义开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将国家视为分析的起点，认为国家是单

一理性的自在实体，进而建立起体系层面的理论，作为其构成部分的结构和单位在

本体论上存在的实体是任何宏理论不可或缺的因素。② 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建立在一

种将事物 ( things) 置于关系之上的思维。③ 实体主义的本体立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即理论对现实解释能力的衰落。杰克逊和内克松认为，结

构—行为体的实体本质使得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体系变革的发生。④

以实体主义为一元本体论并将其他的本体可能排除在外无法充分解释充满不确定性

的全球事实，而关系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有助于 “阐明全球生活的复杂模式，并与全

球互动的脆弱性、流动性和相互性产生了共鸣”。⑤

国际关系学界的“关系转向”由杰克逊和内克松引入西方社会学中关系主义的

主张而开启。⑥ 对关系主义不同理论主张的梳理首先是在西方内部进行的，“在北美

和欧洲，关系主义也是多样的……包括各种实践理论、实用主义和社会网络分

析”。⑦ 杰克逊和内克松展现了一个英语语境关系理论的集群，主张将其与主流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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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Astrid H. M. Nordin，et al.，“Towards Global Ｒelational Theorizing: A Dialogue Between Sinophone and An-
glophone Scholarship on Ｒelationalism，”p. 571.

秦亚青: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 133 页。尽管建构主义否认了国际结构的物质性，认为结构可以

是理念的，行动者可以是团体，但是结构与单位的独立自在并没有改变，也没有将国家自身的变化和国家间关

系的变化纳入研究设计。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Ｒ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pp. 291－332.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Ｒelations Before States: Substance，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pp. 296－299.
Emilian Kavalski，The Guanxi of Ｒelational International Theory，p. 6.
美国学者穆斯塔法·埃米尔拜尔区分了西方社会学科学研究中的实体主义和关系主义传统，并在《关

系社会学宣言》中勾勒了关系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参见 Mustafa Emirbayer，“Manifesto for a Ｒelational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103，No. 2，1997，pp. 281－317。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Ｒeclaiming the Social: Ｒelationalism in Anglophone Interna-
tional Studies，”Cambridge 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32，No. 5，2019，p. 582. 尽管对西方学界关系理论

有着不同的关注点，杰克逊和内克松始于 1999 年的过程关系主义仍是大部分学者在梳理西方学界关系理论时

的最大公约数，常以之为西方关系主义学者的主要理论构建代表和案例。例如陈纳慧: 《国际关系学的“关系

转向”: 本体论的演进与方法论意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37—61 页; 季玲: 《论“关系

转向”的本体论自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1 期，第 78—97 页; 秦亚青: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

论》，第 143—151 页; Emilian Kavalski，The Guanxi of Ｒelational International Theory，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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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理论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集群进行区分，从而将关系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待。“正如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内部复杂性和传统理论研究者的共同点一样，关

系论的内部复杂性不应该是我们统合关系论路径的障碍。”① 由于杰克逊和内克松始

终是在西方学界进行理论的分类与整合，这种内部复杂性因此也蕴含着不容忽视的

英语世界或者说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共同点，而这种共同点难以在单一文明的叙

事中体现出来。

因此，文化视角的加入有利于我们寻找西方世界的共同点，发现与之不同的关

系主义主张，丰富关系主义学术研究。关系主义在本体论立场上与主流国际关系理

论的实体立场具有根本不同 ( 如图 1) ，但类似的对立很容易将我们拉回到反思主义

与理性主义的激烈辩论中。尽管在同一种文化背景和社会实践经验中的关系主义理

论构建也存在不同路径，但仍是跨大西洋社会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一种缺少了文化视

角的差异化。在背景知识中没有根本区别的西方关系主义研究面临走向通约的风险，

即“回到 事 物 ( 或 实 体 ) 本 体 论 的 风 险”。② 阿 斯 特 丽 德 · 诺 丁 ( Astrid

H. M. Nordin) 分析了关注关系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如何回归到事物本体的，③ 尤其是

图 1 英语语境中的关系主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尽管关系主义本体立场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实体主义本体立场具有本质区别，

但双方同处于西方文明背景，共同构成了单一文明背景下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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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Ｒeclaiming the Social: Ｒelationalism in Anglophone Interna-
tional Studies，”p. 586.

Tamara Trownsell，Navnita Chadha Behera and Giorgio Shani，“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Pluriversal
Ｒelationality，”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48，No. 5，2022，p. 792.

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都有对于“relation”的分析，但是这种关系不同于西方关系主义者所说的

“relation”，更不同于后文论述的中文语境中的“guanxi”，而是一种泛化、内涵不清晰且依赖于实体主义本体

的关系。



在本体论上提出“事物本体论”替代方案的建构主义。温特的关系思想体现在他对

“有目的的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的社会建构讨论中，特别是对于 “自我”和 “他

者”的讨论，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并没有进行理论化，也没有考虑国家与他人相处

的复杂过程，仍然依赖于实体主义本体论。① 秦亚青也认为，尽管温特的建构主义

理论强调了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但在互动产生之前行为体已经具有了自我身份和特

征，互动是个体完全独立的互动，无法改变彼此的根本特征。②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所指的国际关系是实体主义界定的关系，关系只是在以国家为起点展开理论分析时

的其中一个层次，由国家的属性和特征决定，是实体主义的表现和应用，国家作为

自在实体使三大理论不会以关系为分析起点。③

在对西方关系主义研究 ( 以杰克逊和内克松的过程关系理论为主) 的反思中，

秦亚青认为西方对关系的理解是 “为关系而关系”的状态。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背

景下，对关系的本质意义、关系与过程的关系以及关系在社会互动实践中作用的认

识并不清晰，于是往往有意无意地回归实质主义和实体研究。④

因此，关系理论的自然发展需要不同文明视角的加入以防止其在单一文化背景

的叙事中回到范式通约的旧路上去，来自中国学者的思想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关

系同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实践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这一概念在中文语境中具有更

丰富的内涵，中国传统关系思想和关系转向的相遇在实质上推动了关系主义理论研

究的发展。此外，站在跨大西洋之外的视角，“英语学界的关系转向中对于实体主

义的批判未能克服其欧洲中心主义”，⑤ 关系方法可以为英语语言之外更多富有成效

的参与提供语言和空间，这种参与体现了比较和对比 /分歧和趋同，有助于国际关系

学的进一步全球化。因此，一定程度上强调或突出中文语境中的关系带来的差异有

利于赋予关系对话持续的动力，同时也是跨太平洋对话展开的必要条件。

( 二) 理论构建的差异视角———中文语境中的关系

“理论是抽象的，但它不仅仅是抽象的，而是由特定地点的人在特定的经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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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某种特定的语言建构的……理论必然包含不同的观点。”① 两种地域文化中关系

思维并置，且分别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中西方学者之间的差异和

对话一定程度上源于 relation 和 guanxi 两个概念的不同。秦亚青所指的 “国际关系

作为一门学科，以‘关系’为名却没有系统的关系理论”中的“关系”便不能只以

relation 来解释。②

相较于与 things 或 substance 相对的 relations 来说，中文语境的 guanxi 具有更加

深刻的内涵，这一内涵主要由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共同赋予。③ 埃米利

安·卡瓦斯基 ( Emilian Kavalski) 较早在英语语境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了 guanxi

一词，他不仅直接使用 guanxi 作为解释中国外交的工具，还将其作为国际关系中关

系性知识生产和行动的关键。④ 中国关系主义学者围绕 guanxi 这一具有特殊文化内

涵的概念展开关系主义理论的构建。

关系概念具有三个特点: ⑤ 第一，中文语境的关系概念与英语语境中的关系在

关系主义理论构建中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人的关系为理论重心。英语语境中的关

系主义构成一个强调实体之间联系的理论集群，但没有阐述关系概念的具体内涵，

关系更多是作为不同于实体的一般性概念而存在，这种一般性并不意味着英语语境

中的关系概念具有更广泛的解释范围或包含了中文语境中的关系概念。相反，由于

缺乏具体的内涵，这一概念弱化了英语语境中的关系主义理论集群的特性，与建构

主义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界限相对模糊。与中文语境的关系主义思想进行对比，

不难发现“中文与英语语境中的关系主义研究与争论分别围绕着截然不同的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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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① 中文语境中的关系主义往往是以人的关系为核心，将人的主动位置放置到

关系理论中，关系作为一种世界观本就是由人形成的。秦亚青认为关系不是西方关

系理论所指泛化的关系，“关系从根本上是涉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因此也是最重要

的关系内容，社会理论关注的社会世界是由人的关系构成的”。② 赵汀阳对于关系概

念的定义和使用则将“属人”特性表现得更为极致，尽管学界往往更关注其 “天下

体系理论”中的“天下”概念，但其理论的本体论是 “共在存在论”，因此中国的

关系思维在其理论构建中同样突出。他首先将世界区分为物 ( things) 的世界和事

( facts) 的世界，“一般存在论是为科学世界以及逻辑世界准备的，并不适合解释人

的存在方式”。③ 人是互动存在而不是自在存在，人的世界是由互动关系创造的世

界。在此基础上，人的能动性在事的世界中变得尤为重要，“我创造了我在和共在，

共在关系创造了事的世界”，即 “我做故我在”。④ 其天下理论中 “家与天下的循

环”等论述也从根本上反映了对人的关系的关注。⑤

第二，基于对人的互动的关注，中文语境的关系还是在中国人所处文化背景和

社会实践中体现和传承的关系。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也是一种新的视角和世界

观。中文语境中的关系概念来自传统历史典籍和相关哲学思想，这些文化智识是在

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中被观察、提炼和书面化形成的世界观，并在社会实践中得以

加强和传承，其中最核心的影响来自儒家文化和儒家世界观。这种将儒家理念与关

系联系在一起的共识远远超出了国际关系领域。马克斯·韦伯 ( Max Weber) 在研

究儒教后认为，本质上一个儒教徒的义务是在对具体的人尽孝道，并根据他们在自

己生活中的地位对那些与自己相近的人善尽恭顺之道，“信赖”在中国总是基于纯

粹的个人关系之上。⑥ 在关于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 “中国人

做的就是儒家说的，研究儒家伦理就相当于在研究中国人的关系。”⑦ 费孝通的 “差

序格局”概念便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描述了中国的关系特点，他将儒家最考究的

“人伦”中的“伦”诠释为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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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由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这一

推的过程具有不同的路线和相配的道德，而这些包括最重要的仁以及孝悌忠信在内

的道德都是儒家思想的体现。①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承认关系

实践的儒家基础。秦亚青指出: “在中华文化体或者儒家文化共同体中，长期实践

生成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关系性，在儒家的世界观中，社会世界由关系构成，所有

人都生存于关系世界之中。”② 对儒家思想的借鉴和吸收也体现在他对关系性合作的

阐释中，包括儒家的亲亲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关系性合作的重要机制。③ 在

赵汀阳的天下理论中，其存在论原则“共在先于存在”正是基于荀子的 “人生不能

无群”演变而来。④ 在阐述关系理性的优势时，他将孔子的核心概念 “仁”解释为

任意二人之间最优的共在关系，认为“仁”是关系理性的一个模型。⑤ 石之瑜则引

入儒家的关系思想，尝试以角色理论弥合儒家视角下的关系与西方文明中的关系

之间的差距，认为 “送礼”是探索儒家关系中相互认同角色的方式，并在此基础

上分析了儒家关系概念在外交中的具体体现。⑥ 此外，儒家关系思想也体现在 “关

系平衡”理论的相关阐述中，对于在两个行动者促使对方建构共性的这一动态过

程，儒家思想中的双边主义为即兴构建双方身份的亲缘角色模拟提供了丰富的知识

经验。⑦ 当然，无论是对于中国社会关系特征的研究和论述，还是中文语境中国际

关系理论的构建，其智识来源都不止于儒家文化对于关系的论述，中国学者似乎有

先天的“关系敏感度”。⑧ guanxi 这一具有文化内涵的概念是中国社会在长期的历史

实践中形成的、与传统文化思想长期互动并传承至今的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概念、视

角和世界观。

第三，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者不仅更加清晰地界定了关系的具体内涵，

也突破了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传统。“中庸辩证法是中国人的基本认识论，是理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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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世界的主要途径。”① 秦亚青界定了中庸辩证法的三个核心内涵即互容、互补与和

谐，三者同时也是阴阳两极之间关系的特征和互动方式。首先，两极之间是互容的，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涵式互容假定排除了任何二元对立的两极结构”。其次，

两极之间是互补的，相互取长补短，“阴阳两极处在向对方转化的或者说向对方生

成的过程”。最后，中庸辩证法的核心是和谐，和谐基于差异，人的能动性使得两

极“向中”运动最终达成和谐。② 对于阴阳关系和中庸辩证法的思考有利于克服和

突破两方国际关系理论中 “自我—他者”的结构和难题。“中国人在其背景知识中

没有二元对立的思维意识，也不会将互动的物体分割成为两个不同的类属和本质不

变的两个实体。”③ 中庸辩证法不仅是中国传统的认识论，也是中华文化对广泛存在

于西方国际关系中的“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不同回应。值得注意的是，以人为

核心的关系主义和中庸辩证法的传统认识论共同决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处理 “自

我”与“他者”关系时的能动作用，在中西关系主义学者的互动和对话中，中国学

界主动促成双方文明和理论的相互借鉴 ( 如图 2 中箭头所示) 。④ 跨太平洋对话发生

在两种文明之间，以中庸辩证法去认识其中的两种地缘语言传统，就会发现这场对

话展开的动力正是文明之间的共构互涵与相互借鉴。

( 三) 求同存异的理论构建———文明的互容互鉴

在中西学界围绕两种语境中的关系理论的对话中，除关注两种语言背景中的差

异性关系思维外，还可在对比的过程中寻找相互关联的内容。以中庸辩证法的逻辑

看待两种传统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并不是对立而是兼容互涵、相互构成的，因此部

分关系主义学者“将分析定位在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混合空间中”，并阐述 “在两

种关系思维之间产生共构的基础”。⑤ 一方面，这种交融具体发生在两种关系思维的

融合中 ( 如图 2 中 2 号圆和 3 号圆的交叉) ; 另一方面，在两种地缘文化背景之间，

关系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构建和传统，与西方学界关系思维背后的西方文明中

的理性展开对话，形成了更广阔的互动情境 ( 如图 2 中 1 号圆和 3 号圆的交叉) ，并

产生了新的互容互鉴基础上的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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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相遇与互容互鉴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当文明视角加入之后，图 1 中单一文明背景下的关系主义与实体主义之争演变为中西

文明之间的对话。一方面，中华文明中的关系性思维与英语语境中的关系思维进行对话，并具

有共同的本体论立场;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中的关系性传统与西方文明中的理性传统展开对话，

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产生了关系理性，这种相互借鉴很大程度上由具有关系敏感性的中国学者

主动推动。关系转向更多地集中在第一种对话即中西关系思维的对话之中，而两种对话共同构

成了中西文明之间的跨太平洋对话。

首先，跨太平洋对话中的理论发展在于两种关系思维的融合，许多关于关系性

的论点都借鉴了两种关系传统。两种关系思维的联系建立在共同的关系主义本体立

场上，表现为两种思维在具体问题或概念上的混合分析。诺丁等在将 “友谊”的概

念重新引入国际关系及关系理论的讨论时，强调了中国的关系概念以及道家辩证法

对认识“自我—他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但也指出 “对友谊和国际关系理解的真

正分歧并不在于中国和西方，而是在于朋友关系在事物本体论和关系本体论中不同

的体现”。当然，他所说的关系本体论中朋友关系的动态转化而不是 “自我—他者”

二分的叙述本就主要借鉴了中文语境中的关系概念和辩证法思想。① 诺丁和格雷厄

姆·史密斯 ( Graham M. Smith) 进一步探讨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区分了

基于中国或西方思维传统基础上四种不同类型的 “自我”与“他者”关系，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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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strid H. M. Nordin and Graham M. Smith，“Ｒeintroducing Friendship to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Ｒelational
Ontologies from China to the West，”p. 373. 诺丁等在论述非实体主义本体基础上的友谊概念时，主要以秦亚青、
凌焕铭和费利克斯·贝伦斯科特的观点为案例，同时重视克服“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认为友谊关系接

受但调和了分歧，可以克服国家的本体论焦虑。参见 Felix Berenskoetter，“Friends，There Are No Friends? An In-
timate Ｒeframing of the International，”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35，No. 3，2007，pp. 647－
676。



“欧洲中心论中将‘他者’视为绝对差异，从而选择同化和支配他者”的判断。①

其次，本文认为跨太平洋对话中的理论发展不仅体现在两种关系思维的具体运

用上，更在于两种文化共同体或文明之间的对话。在中西方文化相遇时，中国学者

主动推动传统思想与西方文明的借鉴交流，产生了文明层次宏观的概念和理论创新，

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产物———关系理性 ( relational rationality) 。②

赵汀阳将关系理性作为天下体系中政治生活的运行原则。他的分析首先基于两

种文化背景和语境中的“初始状态 ( original situation) ”假定即霍布斯假定和荀子假

定，将二者结合构成了“解释力最大的语境”。③ 在这一语境内的长时段博弈中，未

来是由互动关系决定的，充分的理性必须是在互动中仍然普遍有效的理性，而个体

理性仅关注个人利益，没有理性思考与他者的互动关系，可能会在未来表现出集体

的非理性行为，因此个体理性不足以充分表达理性的概念。④ 关系理性则解决了因

为个体理性带来的不同偏好难以汇总的问题，从而形成了理性上不存在反对理由的

制度理性。在政治生活中，关系理性以共在意识优先，考虑未来的互动关系，避免

因个人理性和个人利益遭受报复，追求伤害最小化、合作最大化、冲突最小化的最

优共在状态，从而增进每个人的利益。⑤

秦亚青在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中将关系理性视为理性在关系性行为逻辑中的表

达。他从两种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将关系性和理性分别作为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传

统中的知识要素，认为两个概念是辩证的偶对双方，二者相辅相成。关系性与理性

的结合产生了关系理性，关系性在本体上先于理性，理性是由关系界定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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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Astrid H. M. Nordin and Graham M. Smith，“Ｒelating Self and Other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Cam-
bridge 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32，No. 5，2019，p. 641. 该文考察了中西学界如何论述“自我—他者”
关系并建构“他者”，并融合中西方的关系论述提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关系，即角色关系 ( 与“他者”没有联

系) 、等级关系 ( “他者”包含“自我” ) 、辩证关系 ( “他者”与“自我”共在) 和先验关系 ( “他者”先

于“自我” ) 。
对关系理性的讨论还可参见刘胜湘: 《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融合路径———关系理性主义探析》，载

《社会科学》，2021 年第 7 期，第 3—21 页。
赵汀阳: 《天下的当代性: 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 32 页。霍布斯假定中人人互为假想敌，展示

了最坏世界的极限，排除了合作的基因，需要强者集团建立秩序。荀子预设了合作基因，群体先于个体，即共

在先于存在。霍布斯难以解释集团内部合作问题，但解释了无政府状态的冲突。因此，荀子假定不能覆盖霍布

斯假定，“互补能够合成一个充分的初始状态理论来表达政治问题”。参见赵汀阳: 《天下的当代性: 世界秩序

的实践与想象》，第 6—9 页。
赵汀阳: 《天下的当代性: 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 32—35 页。对于个体理性的检验，赵汀阳设

计了普遍模仿的理论实验，个人理性可能产生恶策略和善策略，引入未来性存在观点，通过未来结果是否陷入

破坏性互动来检验行为是否理性。
赵汀阳: 《天下的当代性: 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 36—39 页。



2024 年第 6 期

个体理性不考虑与他者关系，就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理性。①

关系理性的产生作为中国学者融合西方文化背景因素的主动理论构建，其产

生的基本方式和原则体现了中国传统关系概念的三个特征。首先是关系的 “属

人”特性。一方面，中国学者基于文化赋予的关系本体意识以及对关系的天然敏

感，捕捉到关系与理性结合的可能，在两种社会文化的相遇中主动以关系性弥补

个体理性的不足，从而产生了关系理性 ( 如图 2 中 1 号圆和 3 号圆的重合处，箭

头体现了这种主动的互融和交流意识) ; 另一方面，中国关系概念中的人是在社

会关系中认识自身的，关系理性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理解人的存在，个体

理性在长期博弈中的失效便是由于没有将人放在关系中考量。也正是因为属人的

特性，关系理性具有非物化的情感内涵，理性原则需要被人实际承认才能发挥作

用，因此有必要将情感或者 “心”重新纳入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考量。②

其次，关系理性源于对两种社会文化和传统文明的整体认知即中国社会是关系

性的，而西方社会是个体理性的。③ 这种认识尤其是有关中国的关系社会并不是凭

空产生，而是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形成并传承的。有关中西社会文化特性中关系与个

体的差异在费孝通的论断中得到了体现，他认为西方社会建立在独立个体的基础上，

就像把稻草捆在一起一样; 中国社会则像一个从水面上掉下来的鹅卵石向外延伸的

连续圆圈，涟漪传播着社会关系，每个圈子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相连。④ 中国传

统提供了“中国本体论和关系本体论，而不是西方的事物本体论”。⑤ 尽管有学者认

为关系本体论并非中国独有，“中文世界中的辩论很少承认西方传统或其他传统，

也有一部试图强调关系性的思想史”，⑥ 但是基于中国关系定义的差异性内涵，将

其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的标签是合理的。之所以强调这一特征，是由于关系理性概

念在国际关系领域有关关系的讨论中主要是由中国学者而不是在理性文化背景中

发展关系主义的西方学者所构建。在具有中国文明背景的关系考量加入后，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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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秦亚青: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 277 页。
对于关系逻辑中的情感因素，参见秦亚青: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 286 页; 赵汀阳: 《天下的当

代性: 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 39—40 页。
秦亚青: 《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 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第 69—86 页。个体理性包含本体个体主义及理性的认识论方法，理性的认识论来自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

包括笛卡尔在内的西方哲学思想家的传承。以理性认识世界不仅体现在个体世界观上，也体现在理论构建包括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上。
费孝通: 《乡土中国》，第 27 页。
Zhao Tingyang，“Ｒ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All－Under－Heaven’( Tian-xia) ，”pp. 33－34.
Astrid H. M. Nordin，et al.，“Towards Global Ｒelational Theorizing: A Dialogue Between Sinophone and An-

glophone Scholarship on Ｒelationalism，”p. 573.



对话之中产生了关系理性。当然，这种文明之间的互容和借鉴也意味着西方学界

的关系主义必然作为与两方都有交集 ( 关系本体和理性思维背景) 的存在与关系

理性有着互容之处。西方关系主义在与中华文明关系思想互容的同时，也处在关

系理性这个中间区域中，但是这种互容关系尚未在西方关系主义理论研究中被很

好地发掘和阐述。① 这又印证了社会文化背景影响着关系与理性谁先谁后的选择，

“但并不是说东方的关系性高于西方的理性”，而是因为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理性享有

特权地位而缺乏关系性，因而不能把握和解释很多国际关系现象。②

最后，关系性与理性互容的过程贯穿着非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不同社会文

化背景之间的互容以及不同理性模式之间的互补都不是处在二元对立之中，而是在

彼此的关系中共同构成了更全面的诠释世界的整体。非二元对立原则也是能够将关

系性与理性融合的认识论基础，尽管关系主义在本体意义上优先强调关系，但 “关

系性绝不意味着否认理性”。③ 类似的非二元对立原则也体现在对个人理性的质疑

中，尽管在“共在存在”的前提下，关系理性的使用优先于个人理性，但并不意味

着关系理性与个人理性对立，而是与个人理性相互配合使用构成完整理性概念的硬

币两面，两种理性的配合形成了理性自身的平衡。④

关系主义本体论主张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新的起点和路径，推动了

新的理论对话的产生，而 “关系”作为一个概念、视角和集体世界观，在参与

对话的不同文化共同体和语言环境中得以塑造和传承，具有不尽 相 同 的 内 涵。

中国学者加入关系主义理论的构建，为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一种新的文化视角，

在进行自身传统知识资源理论化的同时，也在与西方学界的关系主义学者和西

方文化背景知识的对话中推动了双方的互容和共构。文化视角的注入使关系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得以延续，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一场跨太平洋的文明对

话，国际关系 理 论 尤 其 是 大 理 论 的 发 展 由 此 进 入 新 阶 段，国 际 关 系 理 论 尚 未

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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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系思维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视角更容易发现关系性的存在，并以关系的视角看待理性，发掘西方

哲学思想中支持关系性与理性结合的内容，进而推动关系与理性叙事共同发展。参见贺来: 《“关系理性”与

真实的“共同体”》，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6 期，第 22—44 页。
阿米塔夫·阿查亚: 《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两者是否兼容》，载《世界经济

与政治》，2015 年第 2 期，第 13—14 页。
秦亚青: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 281 页。
赵汀阳: 《天下的当代性: 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 36 页。关系理性是共在理性，个人理性是竞

争性平衡。当然，在秦亚青和赵汀阳对于关系与理性的关系描述中，关系性的优先地位往往是比二者的相互构

成更值得强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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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哥伦布式”对 “丝绸之路式”的知识生产

在跨大西洋国际关系学界，随着范式间辩论的终结，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大理

论的生产也陷入了停滞。但是在跨太平洋对话中，中西方学界都以 “关系”为核心

展开了一系列理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由此出现新的发展契机。以秦亚青的世界政

治的关系理论和赵汀阳的天下理论为代表的理论构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为在整

体上认识世界提供了不同于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思考，均属于 “大理

论”。① 国际关系理论没有走向终结，而是在新的地理空间围绕新的主题进入了新的

理论发展阶段。通过考察跨大西洋辩论向跨太平洋对话演变的动态过程 ( 部分呈现

为由图 1 向图 2 的转化) ，本文分析了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实现的主要动因，提出了哥

伦布式和丝绸之路式两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模式。

( 一)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知识构成

对比跨太平洋对话与跨大西洋辩论可以发现，两者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理

论生产的中心、理论互动方式以及是否具有文明或文化视角等方面存在差异 ( 见表

2) 。如果从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方式的角度出发，本文集中阐述了跨大西洋辩论

与跨太平洋对话的三个不同特征: 一是理论生产中心的转移与扩大，二是理论创新

方式从范式间辩论转向文明间对话，三是文明互动方式从二元对立转变为互容互鉴。

这些差异并非毫无关联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从跨大西洋辩论到跨太平洋对话转化的

动态过程中，这种转化是理论自然发展的结果和需求。② 同时，这些差异性特征也

是跨太平洋对话中理论得以再次创新的主要动因。通过分析三个特征，本文提取了

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结构的基本组成。

1. 理论生产中心的转移与生产特征的转变

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的理论生产和辩论基本在美国学界完成，自 1945 年之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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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赵汀阳的天下理论是以整个世界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的世界政治理论，共在存在论的本体论立场和

关系理性的行动模式都具有关系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特征。尽管对天下理论的讨论常集中于对天下概念与世

界体系的思考上，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天下理论与关系主义之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公约数，当然这种关系主义

是中文语境中的 guanxi。
邓恩认为理论的终结是理论的自然发展，也是智力成熟的形式。本文认为跨太平洋对话的出现和理论

的再发展同样是理论的自然发展。



表 2 跨大西洋辩论与跨太平洋对话对比

两次大辩论
对比内容

本体论立场 认识论特征 理论生产中心 理论互动形式 文明视角

跨大西洋辩论 ( 20
世纪 20 年代—20
世纪末)

实体主义
本体

单一 科 学 实
证主 义 和 二
元对立

美 国 ( 主) 、
英国

范式间辩论，
汇融

单 一 文 明 主 导
排 外 ( 个 体 理
性)

跨 太 平 洋 对 话
( 21 世纪初至今)

关系主义
本体

多种 认 识 论
共存 和 中 庸
辩证法

中国、英国、
美国

理论 集 群 对
话，共存

两 种 文 明 互 涵
兼 容 ( 关 系 性
和个体理性)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关系学的重心转移到美国以来尤其如此。霍夫曼对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 “美国的社

会科学”的论断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生产第一阶段理论生产中心的集中度。基斯·

冯·佩吉奥 ( Kees Van der Pijl) 也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存在 “大西洋汇聚”现

象。① 随着跨大西洋的理论发展停滞，国际关系学科需要 “从西方实际上是盎格鲁

圈为中心到真正全球性的转变”。② 跨太平洋对话正是对这一转变的成功实践，中国

学者的关系理论成为关系主义研究中的重要一支。

国际关系理论生产的中心逐步转移到太平洋沿岸意味着理论生产中心的集中度

降低，由实质上一体的跨大西洋中心扩散到其他地缘世界和非西方学界中。③ 在这

个过程中，原本由西方提供理论、非西方提供素材的知识分工发生了改变，以中国

为主要代表的非西方加入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同时，中国学界的理论生产特征

也由跨大西洋辩论中的单向涵化为主转变为原创性理论基础上的双向涵化，并且随

着中国关系理论在关系转向中的重要程度加深而展现了交互涵化的可能。④ 理论生

产中心的转移和扩散是跨太平洋对话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推动知识生产最基础的要

求，而考察理论生产中心的转移无法撇开文明和文化视角在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

中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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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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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创新方式从范式间辩论转向文明间对话

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以库恩式的范式辩论与更替推动理论发展，范式间具有

不可通约的特征。但随着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汇融，辩论的叙事方式和动

力也随之消失，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出现被广泛认同的大理论。

在跨太平洋对话中，关系理论的构建并不是某种范式或研究纲领的发展与拓展。

“关系理论不是某种单一的连贯理论，是由共同的关系而不是个体的认知联系在一

起的一系列方法，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能够突显其不同的本体特征。”① 杰克逊在对英

语语境中的关系主义理论路径进行梳理时同样认为不应该 “坚持认为一个思想流派

必须涉及某种一致的理论命题，而该学派的每个成员都同意这种理论命题”，② 这也

是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基于一个核心原则展开激烈的范式间辩

论的主要原因。关系主义内部则形成了理论集群，展现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理论的

共存，而不是范式间的辩论与争斗以及对其他理论的排斥。实际上，多元理论的主

张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中并不罕见。例如，约瑟夫·拉皮德 ( Yosef Lapid) 在对

第三次大辩论的讨论中指出要发展理论的多样化和多元主义。③ 但如果仅仅是在英

语学界或者说西方中心的背景下思考理论多元化，那么多元主义最终也难以实现理

论突破和知识创新，而是依然走向统一和被整合，因为 “多元化只在美国和西方中

心所圈定的 ( 狭小) 空间中存在，也正是这个中心发挥了规约作用，权威地决定哪

些理论、概念和类别才算是关于世界政治的知识”。④ 如前所述，西方关系主义如果

只在西方文化背景中与实体主义对话，就无法消除变为范式间争论或被建构主义等

范式“俱乐部”整合的风险。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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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义的许多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那些所谓的主流范式是平行的。”参见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
iel H. Nexon，“Ｒeclaiming the Social: Ｒelationalism in Anglophone International Studies，”p. 583。



多元化不只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取向，也关乎群体的身份，如谁会被包括在内、

谁会被排除在外。真正多元的实现需要文明和文化视角的回归，并从不同文化背景

中界定概念与构建理论。卡赞斯坦在 《世界政治中的文明: 多元多维的视角》一书

中论述了多元文明传统和多元实践对于世界政治的重要意义，强调实践与文化背景

知识形成的关系，指出文明是一个实践共同体。不同文明的实践既有相似之处，也

有明显的差异，文化共同体中的实践活动影响了国家形成以及国家作为一种集体组

织的行动逻辑，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①

中文语境中的 “关系”正是来源于中华文化共同体长期实践活动的传承与检

验，因此关系性作为中华文明的背景知识和思维特征，使得中国关系主义学者在关

系主义理论构建过程中的创新同西方学者相比具有明显差异。这种创新具有传统文

化和社会实践的深刻烙印，展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关系主义和西方文明背景的多元

化色彩，也推动了关系转向与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的平行而不是从属。关系概念

的特殊内涵被不断发掘，并逐渐成为关系主义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随着在这一概

念基础上具有文化烙印的中国关系主义理论的构建，跨太平洋对话实现了与跨大西

洋辩论不同的理论创新，即在文明对话而非范式辩论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文明对话也使得理论构建的方式多元化。不同地区文明对理论构建的偏好不同，

在文化和文明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以历史分析和哲学方法为主的古典方法

成为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之外理论构建的可行途径，而不是像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那

样始终认为不采取主流学派坚持的“科学路径”则无法成为“真正的”科学理论。②

文明对话和文化视角的回归首先在差异性基础上为理论构建提供了不至于被通

约或汇融的基础，为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提供了更多可能。但是，当不同的文明

相遇时如何处理文明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促进理论的构建，跨太平洋对话也与跨大西

洋辩论存在根本不同。

3. 文明互动方式从二元对立转变为互容互鉴

作为跨太平洋对话的主题，关系理论本就是在多样与多元的世界中理解国际政

治的一种新世界观，中西方关系学者通过对话以 “培养未来的关系思维，在处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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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分歧 ( 或冲突) 的全球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的关系时更具敏感性和包容性”。① 这

种包容性的关系思维不同于跨大西洋辩论中基于实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尤其是

中文语境中认识关系的中庸辩证法与阴阳关系在根本上打破了西方文化中对两极关

系非此即彼的对立认识。以中庸辩证法为基础，中国关系主义学者不仅推动了中西

方关系思维的对话，也推动了文明之间的对话。如果以中西文明作为文明之间关系

的元关系，借鉴对阴阳关系的认识论，能够发现文明之间的互动并不是跨大西洋辩

论中的二元对立，而是互容互鉴的和谐关系。

实际上，跨大西洋辩论在深层次上同样受文明或文化影响，一元主义的文化背

景对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影响深远，对科学实证主义的偏爱和对实体主义本体立

场的固守都来自西方文明个体理性的影响，多元世界现实中的一元主义意味着 “自

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和排斥。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中 “普遍存在着二元叙

事的模型，即自我—他者、中心—外围、霸权—挑战者”。② 在跨大西洋辩论中缺少

对其他文明思想的借鉴，这是因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单一文明背景下将其他文明

视为与自己相对立与矛盾的存在。

而以中国中庸辩证法为例，关系主义认识论消除了二元对立，认为 “自我”和

“他者”构成了共题的共同进化，③ 中西文明之间能够取长补短，在对方的发展中获

得发展，二者之间最终是一种本原上的和谐状态。④ 在跨太平洋对话中，西方文化

背景中的个体理性与中国的关系概念结合的关系理性就是这种互涵互鉴基础上的理

论创新，有助于更完整地解释中西方共处的现实世界。西方关系主义学者也认同关

系主义主张打破欧洲中心的二元叙事，“学习向他人学习”，提倡 “没有边界”的国

际关系理论。⑤ 这种彼此对国际关系理论边界的消除和相互学习是跨太平洋对话中

关系理论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跨太平洋对话实质上是文明间对话，不同文明而不是范式之间的对话在互动过

程中互容互鉴，共同推动了跨太平洋对话中理论的不断发展。当前文明的互动主要

以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互动为主，中国与西方学者之间的对话是面向未来培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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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思维，而通过对中西文明互动的分析可以为其他文明之间的对话提供互容互鉴和

理论发展的案例与模式。

4. 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的基本要素

在上述跨太平洋对话的特征中，最核心的一点是 “文明之间的对话”。理论生

产中心的转移是文明间对话的结果和表现，文明间互涵兼容是文明互动的具体方式。

通过与跨大西洋辩论的对比，文明之间的对话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知识

生产。

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有效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包含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国际

关系关注的现实必定是一个多元的现实，多种文明共同存在。尽管跨太平洋对

话主要是中西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

仅仅由这两者进行，类似的文明对话可以发生在任意两种文明之间，多元共存

的文明意味着某一种观点或两种观点 ( 如关系和理性) 都不能完全解释复杂的

现实，每一种文明的解释都有其重要意义，因此知识生产的空间应当是没有边

界的。

第二，文明是一个实践共同体，多元文明代表着多元实践，多元实践塑造着多

元文明。文明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知识具有社会属性，不同的文明产生了不同的

社会知识，社会知识则在传承和检验中形成了文明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独特资源。

这些知识具有非同质属性，无法在其他文明实践体中拥有与自身文明中相同的解释

力度，因此它们不能够完全汇融，而是存在着本质差异。

第三，文明之间尽管具有差异性，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单独存在，不同文明中的

人都处在关系世界中。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空间与国际关系现实中，文明中

的行动者通过实践彼此产生联系，从而构建起不同类型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得以

通过共同实践不断修正对彼此的理解，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进而推动

所处的公共空间中理论的创新，尽可能构建一种最大程度上能够理解和包含彼此的

理论。

( 二) 两种知识生产模式

基于国际关系理论能够进行有效知识生产的基本因素，本文提出以跨大西洋辩

论和跨太平洋对话为案例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模式。这两种知识生产模式在实

践中分别来自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同外部互动时产生的两种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

意义的行为模式或理想类型———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两种

模式链接的关键并不是表现形式上相似的巧合，而在于文明、实践和理论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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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对外探索的实践行为都是基于不同文化共同体的影响，同时又在实践活动中得

以加强，继承了所处文明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

1. 哥伦布式知识生产模式

1492 年哥伦布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时代。通过海上通道的开辟，欧洲文明开

始了以征服为主要特点的全球范围内传播。在哥伦布到达 “新大陆”之后，“他本

人的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偏见阻止了他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接触”。哥伦布拒绝

承认“新大陆”上语言的多样性，认为要么是与自己同样的语言，要么不是一种语

言。因此，正如茨维坦·托多罗夫 ( Tzvetan Todorov) 所说，“哥伦布在发现之前就

已经知道他会发现什么”。① 卡瓦斯基认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出现了与哥伦布

类似的情况，出于这样一种“哥伦布综合征 ( Columbus syndrome) ”，“要么承认它

们是关于世界政治的叙事，但不承认它们不同，要么承认它们不同但拒绝承认它们

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②

哥伦布式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主要表现出三方面特征: 一是采取一元文明的视

角; 二是拒绝承认文明之间的本质区别，认为即便存在差异也仅仅是自身文明内

部的分歧; 三是 “自我”与 “他者”之间是独立割裂的个体，不存在关系视角，

因此也不存在平等的互动。从结果来看，哥伦布在 “新大陆”上传播了当时的欧

洲文明，但同时造成 “新大陆”本土文明未能向外传播，造成了文明之间的不理

解甚至敌对。

跨大西洋辩论中国际关系理论构建模式体现出类似的特点: 首先，跨大西洋辩

论中只有一元文明的存在，因此文明因素在跨大西洋辩论中并没有被视为一种能够

影响理论生产的变量，缺少真切地基于文明视角的分析，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构

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生产的全部。基于一元文明的国际关系学建立在 “西方历史和西

方政治理论就是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理论的假设之上”。③ 跨大西洋辩论为其他文明

的进入设置了实线边界 ( 如图 3) 。④ 全球国际关系学所反思的中心—边缘的知识生

产结构也是由这一实线边界造成的。

其次，能够进入边界内部的讨论意味着它们共享一种 “理论语言”，这种共

同语言来自消失的一元文化的深层影响。所以差异只是一种 “语言内部”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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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哥伦布式知识生产模式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外围实线代表排斥和忽视其他文明，为单一文明界限; T1 为该知识生产空间中主

流理论构建方式的代表与开端，在跨大西洋辩论中是指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以及理论构建

的“华尔兹化”; T2，T3…Tn 代表单一文明主导下对话的不同理论; 内部虚线代表理论之间

不存在本质差异，最终走向汇融。

歧。在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的生产中，这种分歧表现为理论范式间的争论，尽

管最初范式间是不可通约的，但基于同一种文化背景或理论硬核的形上元，它们

走向趋同是某种形式上的必然，① 从而构成了图 3 中的虚线边界，理论范式之间

最终走向趋同。图 3 中的 T1 代表同种形上元的理论最初的范式，如主流国际关

系理论中的结构现实主义以及之后理论构建的 “华尔兹化”，造成了 T2、T3 等

最终都与 T1 汇融并进一步加强了其构建方式的 “科学”效应，从而多种理论演

变成一种理论。同时，在一元西方文明和实体主义本体论基础上，关系演变成非

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仅仅依靠实体而存在，所以在理论辩论空间中不存在关

系的视角。

最后，哥伦布未能发掘和学习美洲的土著文化并加以忽视和排斥给其带去了伤

害，建立了欧洲文明的统治。而在跨大西洋辩论中，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理论最终走

向汇融，加强了盎格鲁中心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统治地位，形成了长期的知识生产

不平等的结构，迎来了一个封闭空间内理论的终结。

2. 丝绸之路式知识生产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 ( Ferdinand von Ｒichthofen) 1877 年首次使用 “丝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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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同“历史终结”“修昔底德陷阱”“注定一战”一样，哥伦布在发现之前就已经知道他会发现什么。
而这种必然也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中体现出来。对于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只有在跳出一元文明内部

去观测时才会发现其中的不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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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这一概念，① 此后，“丝绸之路”被广为接受并概指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联通经贸的道路，其影响随着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扩散到了外交

和文化等领域。② 丝绸之路促进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西方各国之间的人员交流、物

产交换和知识传播，这种互动是双向的，佛教典籍通过丝绸之路东传中土被中华文

明吸收包容，其他文明如伊斯兰文明也以不同视角记录了丝绸之路上的人类活动与

文化交流。③ 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对话中，文化的特性没有被抹除，而是在建立关系

后以更融合的方式体现在其他地方，不仅发起者本身的文化特性从长期来看没有被

消除，其他文化也得以在交流互鉴中发展繁荣。凌焕铭 ( L. H. M. Ling) 和诺丁指出

丝绸之路呈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的 “存在的多元”: 不同于西方的霍布斯

自然状态的传统，丝绸之路实现了多种生活方式和思想传统的共存，体现了认识论

上对不同存在的“同情”，④ 进而丝绸之路沿岸商贸和文化的繁荣都能被理解，并在

数千年后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与多元文明的沟通中重新扮演了重要角色。

丝绸之路式对外探索同样表现出三个特征: 第一，与多元文明之间的交流与来

往本就是丝绸之路开辟的目的，丝绸之路接受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存在。第二，不同

语言、不同人种和不同社会文化都能够在其中表现出来，并没有被忽视，作为丝绸

之路东方起点的中国并不排斥其他文明。第三，在多元文明的共处过程中，丝绸之

路的对外探索以建立关系为行为模式，通过关系的建立互通有无，不同文明之间实

现经贸往来、文化融合与文明沟通。从结果来看，丝绸之路有助于这一地理空间内

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促进了文明的繁荣与进步，并在该地区实现了一种独特的文

化印记和共同理解，得以在千年后仍被记忆、发掘和认可。

在跨太平洋对话中，中国学者将中华文明的因素带入了理论构建和对话中，体

现了丝绸之路实践和传承的文明内涵在国际关系理论对话中的影响。首先，跨太平

洋对话面向一个多元文明的世界，无论是关系主义本身的特性还是中华文明作为对

话一方的加入，都使得这场对话既是理论之间也是文明之间的对话，尽管中西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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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Ferdinand von Ｒichthofen，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Ｒ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Berlin: Dietrich
Ｒeimer，1877，p. 496．

Xin Wen，The King＇s Ｒoad: Diplomacy and the Ｒemaking of the Silk Ｒoad，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3，pp. 1－16． 书中采取了一种“非中国中心”的研究模式，重现了丝绸之路“支流”国家之间紧密

而丰富的联系。
华涛: 《中文和阿拉伯—波斯文古籍中的“一带一路”》，载《新世纪图书馆》，2016 年第 11 期，第

9—14 页。
Lily H. M. Ling and Astrid H. M. Nordin，“On Ｒelations and Ｒelationality: A Conversation with Friends，”

Cambridge 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32，No. 5，2019，pp. 654－668.



当前构成了跨太平洋对话的主要参与方，但是这场对话不断有其他文明加入。① 跨

太平洋对话对多元文明持开放态度，没有对其他文明设置实线边界，国际关系理论

的生产空间是没有边界的。

其次，在跨太平洋对话中，文明之间由于在不同地理文化环境中进行着不同的

实践活动，因此存在本质区别，无法被完全抹除或汇融，也就是图 4 中的 C 所具有

的实线边界。本文认为这种看法会有回到本质主义的风险，但是文明之间的差异性

是理论发展创新的根源之一，因此笔者采取佳亚特里·查克拉沃 蒂·斯皮瓦克

(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所说的 “策略式本质主义 ( strategic essentialism) ”。②

也就是说，文明之间的本质区别意味着不存在一种能够完全解释多元文明互动的国

际关系理论。不同文明在理论生产空间中的共存对于学科的知识生产是有益的，更

可能接近和探寻一种被相对普遍接受的理论方案，而不是由某一种文明方式所决定。

图 4 丝绸之路式知识生产模式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外围虚线代表对其他文明加入对话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 C1 代表对话的发起者 ( 这

里指中国) 与其他文明共存，同化或排斥他者不是参与和开展对话的目的或手段; C2，C3…
Cn 代表对话中共存的多元文明; 内部实线代表文明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彼此之间不会走向汇

融和趋同; 实践与关系代表文明之间通过建立关系共同推动多元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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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一过程与其他地区的地方性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有关，尤其是对于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或文明

来说。例如，印度也以文明身份与中西文明进行着关系对话。参见 Lily H. M. Ling，“Heart and Soul for World
Politics: Advaita Monism and Daoist Trialectics in IＲ，”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 18，No. 3，

2018，pp. 313－337; Deepshikha Shahi and Gennaro Ascione，“Ｒethinking the Absence of Post－Western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y in India: ‘Advaitic Monism’as an Alternative Epistemological Ｒesourc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
national Ｒelations，Vol. 22，No. 2，2016，pp. 313－334。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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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中华文明在关系对话中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可能作为这种模式中理论对话

的核心 C1，但其特殊地位体现在对这一空间的开创而不是独占上，即 C1，C2，

C3…Cn 在理论生产空间中并存。

同时，作为跨太平洋对话的核心———关系———在这种模式中得以体现。尽管存

在本质区别，但是文明视角的代入意味着实践视角的代入，文明之间不仅在现实实

践中了解彼此并重新塑造自身对其他文明的认识，同时也在理论沟通中学习和融合

彼此的思维方式。其中离不开关系的建立，正是在关系的建立与互动的过程中，不

同文明之间围绕差异和共识展开对话并共同推动理论的构建和发展。而一旦关系建

立，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会展现出呈现跨太平洋对话式的文明间沟通，理论创新得

以在中间地带和自身文明背景中共同产生。因此如图 4 所示，在不同文明之间实践

与关系构成了文明沟通的介质。

最后，丝绸之路造就了沿路的经济繁荣与文化沟通。参与丝绸之路的不同文明

都是文化上平等的主体，实现的不是单一文明或中心的繁荣。在跨太平洋对话中，

关系理论的繁荣以及关系转向的推进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并不以单

一文明背景下的理论生产为中心。在这种理论生产空间中，理论很难走向终结，关

键在于如何在两种甚至多种文明的互动中求同存异。

虽然跨大西洋辩论并不满足本文认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有效因素，

但这并不意味着跨大西洋辩论代表的是一种失败或无效的知识生产模式，也不意味

着跨太平洋对话对应的知识生产模式是一种异质存在或特殊案例。恰恰相反，两种

知识生产模式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某种文明退出了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理论空

间，采取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认识其他文明，则其理论的构建和生产便失去了文明的

视角，进而理论生产只在必然会实现汇融的文明内部进行，① 从而转化成哥伦布式

知识生产，如对于中国学派的构建可能造成新的理论话语中心并最终呈现出西方和

中国两种例外主义的担忧便是基于这种考量。②

本文提倡一种整体视角和关系视角，认为两种知识生产方式共同构成了一

个更完整的国际关系学知识生产空间，跨太平洋对话和跨大西洋辩论共同构成

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完整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阶

段的终结或全部的知识生产空间，也不意味着两种模式代表了全部的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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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之所以有“必然”的论述是由于不采取一元文明主义或二元对立观点的文明内部不会出现这种退出多

元空间的选择。
Oliver Stuenkel，“Toward a‘Global IＲ’? A View from Brazil，”in Qin Yaqing，ed. ，Globalizing IＲ Theory:

Critical Engagement，pp. 124－138.



理论生产模式。国际关系学面向的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存在着无数的实践和

理论的可能。

四 面向未来的跨太平洋对话

跨太平洋对话不是独立的学术现象，也不仅仅是作为跨大西洋辩论的延伸而只

与过去相关。面向全球，跨太平洋对话与中国以及全球范围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有着

深刻联结; 面向未来，跨太平洋对话的理论价值同时以 “现在进行时”和 “将来

时”的形式书写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中。

首先，跨大西洋辩论向跨太平洋对话转化的过程伴随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共同指向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建立在中国

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在跨太平洋对话中中国学者不断发掘和理

论化古典知识体系中的文化传统，为国际关系学提供了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此外，

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必须建立在与世界的沟通和联系中，中国学者在跨太平洋对

话中反思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并积极推动与西方知识体系平等

的对话和交流，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完善了国际

关系领域的知识体系。跨太平洋对话的展开部分源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

系构建的成果，同时跨太平洋对话的推进和中西方知识体系的融通也将进一步明晰

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前进方向，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中

国国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和跨太平洋对话共同为全球国际关系学术界的整体进

步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

其次，国际关系学面临着多元共存的现实世界，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有全

球性关照，跨太平洋对话为构建更具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案

例。一方面，跨太平洋对话中的中国学者在传统历史文化基础上的理论构建突破了

跨大西洋两岸西方学界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生产的垄断，成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

理论组成; 另一方面，跨太平洋对话虽然主要发生在中西方之间，但 “中西方之间

关系思维的对话只是一个开始，在这场对话中需要听到更多的声音”。① 相较于跨太

平洋对话的实质内容，其意义更在于作为多元文明之间沟通互鉴的实践案例，这场

对话为中西方之外的其他文明加入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开辟了新路径，从而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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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strid H. M. Nordin，et al.，“Towards Global Ｒelational Theorizing: A Dialogue Between Sinophone and An-
glophone Scholarship on Ｒelationalism，”p.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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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生产和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阿查亚和布赞认为国际关系学经历了两次创

立，其结果是确立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话语的主导地位。① 当前国际关系学正处于

第三次创立的过程中，从跨大西洋辩论向跨太平洋对话的转化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

组成和表现。

最后，在文明互动的基础上，跨太平洋对话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提供了

新模式。在国际关系学创立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时期，理论的构建必然不会是

在单一文明内“闭门造车”，跨大西洋辩论中哥伦布式知识生产与全球国际关系学

的呼吁背道而驰，无法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持续动力。文明之间的互动是跨太

平洋对话中知识生产的动力源泉，文明互动方式的不同也决定了理论的知识生产模

式的不同。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了比西方更具包容性、更

尊重差异的思维方式，丝绸之路中的文明繁荣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当这

种历史实践和思维方式通过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转化到跨太平洋对话中，便为国际关

系理论的知识生产提供了一种基于文明共存和对话的新模式。

跨大西洋辩论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论不过是国际关系理论长期被欧美大西洋话

语体系垄断且囿于欧美中心视域的一隅所致。随着跨太平洋对话的到来，以文明间

对话为核心，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会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中再次迎来发展，国

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将在多元文明中得到延续。

( 截稿: 2024 年 3 月 责任编辑: 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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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关系学的第一次创立是 1919—1945 年，第二次创立是 1945—1989 年。参见阿米塔夫·阿查亚、
巴里·布赞: 《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建构: 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第 83—115、141—183 页。学界对于

国际关系学发展的新阶段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殷龙修在反思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认识论本体论缺陷的基础上提

出了构建“全球国际关系 2. 0”，但全球性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与核心追求。参见 Yong－Soo Eun，“Knowledge
Production Beyond West － Centrism in IＲ: Toward Global IＲ 2. 0，” International Studies Ｒeview，Vol. 25，No. 2，

2023，p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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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End Not Yet Come: From“Transatlantic Debate”to“Transpacific Dia-

logue”

Yuan Zhengqing Gu Xiangyu ( 3)

【Abstract】A decade ago， the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unity held that the

grand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d come to an end. However，it only indicated the

end of the paradigm of the transatlantic debate，which obscure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

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oday＇s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ries are

undergoing a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migr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itiating an

“odyssey”from the“transatlantic debate”to the“transpacific dialogue”． Scholars from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engage in a dialogue on“relation”in ontology，

epistemology，and methodology. This dialogue transcends the debate between paradigms in

the context of a single Western civilization，namely a“Columbus Style”knowledge produc-

tion mode，and embodies a“Silk Ｒoad Style”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which grows

out of th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multiculturalism. The

end of theory in the“transatlantic debate”reflects the inadequacy of the“Columbus Style”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under the singular Western civilization background，while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inclusiveness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hinese and West-

ern civilizations in the“transpacific dialogue”embodies the advantages of the“Silk Ｒoad

Style”knowledge production. These two mod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ogether constitute a

more complete space for the p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nowledge. Admittedly，

these two modes cannot represent all the production modes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theo-

ries，and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are oriented to a diverse and multidimensional world with

countless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The unfolding of the“transpacific dialogu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Silk Ｒoad Style”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in international re-

lations theories not only respond to the academic mission of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ut also，with the advent of the

“transpacific dialogue”，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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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her in a new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and the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ll also continue in the midst of a plurality of civil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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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ic Power and the “Floating Islands System”: A Case Study of Medieval

South Asia

Zhang Fan ( 40)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kingship and divinity in South

Asian civilization，the organization or ordering of the medieval South Asian system mixed

elements of anarchy and hierarchy，with the structure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symbolic power. By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prototype of the system＇s key political entities

during this period，namely semi-autonomous subordinate kingdoms known as Sāmantas，

we can assume that the system ＇ s structure influenced the intentions of these units，

prompting them to vie for symbolic power in order to attain relative advantage. Symbolic sub-

jug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divine legitimacy emerged as the primary means through which u-

nits competed for symbolic power. Symbolic conquest involved achieving dominion by secu-

ring acknowledgment of superiority from defeated kings without necessarily resorting to their

elimination or territorial annexation. Conversely，the pursuit of divine legitimacy involved

engaging in activities related to divine power to enhance political authority. During the con-

test for symbolic power，the positions of system units constantly shifted between dominant

kingdoms，semi-autonomous subordinate kingdoms，and independent kingdoms，resulting

in the instability of the medieval South A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essence of the

contest for symbolic power lay in regimes striving for relative dominance by developing and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and utility of non-material power in situations of limited material

strength.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ymbolic power in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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